
 

 

論澳門文學對漢語新文學的貢獻 
 
 
 
 

朱壽桐 

澳門地方狹小，歷史上曾被列爲村級行政受轄於香山縣長安鄉。1由並不起眼

的村落發展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間經歷過四百多年的歲月浸蝕，經歷過外

族入侵的腥風血雨，經歷過回歸祖國的熱烈狂歡，其所承載的歷史，其所傳輸的故

事，足以形成一種具有特別内涵和特別價值的文化，當然也足以孕育一種具有特別

風貌與特別氣質的文學。澳門文學現象應可追溯到宋元之際游歷人士的古吟，因而

將文天祥的《過零丁洋》算作澳門文學的先聲亦無不可；明清之際，遷客騷人，鴻

儒詩僧常會於此，或吟哦紀事，或以詩會友，或結社唱酬，諸如湯顯祖、吳歷、屈

大均等人關於澳門的不朽遺墨，都是澳門文學中引以自豪的古典成分。澳門長期以

來華洋雑處，多族混居，彈丸之地多語種並存，包括土生葡語在内的其他語種也有

文學創作，其中最不容忽視的便是葡萄牙文學巨匠賈梅士曾在澳門創作其不朽之作

《祖國頌》，這些也都可以算是澳門文學的特有成分。 

不過澳門文學的命題正式提出於1980年代，圍繞著這一概念的探討所參照的是

中國當代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有人甚至提議應該將這樣的澳門文學稱爲“澳門華

文文學”。這樣的想法固然嚴謹，但未免太誇大澳門其他語種文學的成就與影響力

了。澳門文學的絕對主流應該是漢語寫作，而且是新文學創作。應該更多地在中國

                                                             

1南宋紹興二十二(1152)年，朝廷批准設立香山縣，隸屬廣州府；香山立縣初，置 10個鄉，其中

長安鄉包括今山場、前山、澳門、萬山、唐家、下柵一帶，澳門被劃入長安鄉。 



 

 

現當代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可統稱為漢語新文學2）的歷史和時代格局中審視澳

門文學，認知澳門文學的品質與價值。 

 
 
 
 

一、澳門文學的“生成”與漢語新文學疆域的延展 
 

澳門本是一片文學熱土。在這片歷史悠久而地幅狹小的熱土之上，各個歷史時

期幾乎皆有文人歌唱的記憶，皆有相當的文學成果積累，並且承載著澳門特定的文

化背景和文學資源，從而在漢語文學世界呈現出獨特的風貌與景觀。只是，澳門文

學的產生和成長的方式與其他地域有所不同，因而它的存在往往並不容易被普遍承

認。 

澳門地方狹小，人口不多，文學生存的空間有限，文學閲讀、交流、運作的餘

地很小，加之歷史和文化的背景獨特，在傳統生活方式之下顯得相對封閉，文學文

化方面對外交流途徑不夠寬闊。這都是不利于文學發生與發展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

素。但澳門偏偏是一個遠離烽煙，濃於文墨的地方，乾隆年間被清王朝任命為澳門

第一任同知的印光任就是一位喜歡舞文弄墨的官員，他主導撰寫的《澳門紀略》成

爲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珍貴史料，成爲全面描寫澳門的第一部優秀作品。而“具

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澳門望廈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的開山祖師大汕是一位富

（有）民族思想的文學家”。3大汕法師和印光任這兩位在澳門僧俗二界起文化開

                                                             

2漢語新文學是試圖將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一體化的學術概念。參見朱壽桐：《漢

語新文學通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 

3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澳門文學評論選》（上），澳門基金會，1998年版，

第 26頁。 



 

 

山作用的先賢，實際上也同時開啓了澳門的文脈，開闢了澳門文學的疆域，同時也

預設了澳門文學的生成形態：往往是由旅澳的外人最先在這裡播撒下文學的種子，

且在澳門的政界、宗教界並蒂開花。在澳門歷史上形成較大影響的文人屈大均、吳

歷等，還有與澳門文脈結下不解之緣的湯顯祖、賈梅士等4，都與澳門產生了這樣

的關係。這是一種隸屬于澳門的“僑民文學”，在相當大的意義上仍可視爲澳門文

學的一種生成狀態，而且也由此構成了澳門文學的一種生成特性。進入到新文學時

期，這種“僑民文學”的傳統現象在澳門同樣在繼續，有時甚至是輝煌的繼續。

“抗戰勝利后，作家茅盾曾應柯麟醫生的邀請，來澳小住。作家張天翼和于逢也因

病在鏡湖醫院留醫了半年。這期間，對文藝愛好者和作者作了不少有益的輔助。”

5 

這種“僑寓文學”現象作爲澳門文學的生成特性，在新文學時代仍然有精彩而

持久的呈現。按照魯迅對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G. Brandes）在其皇皇巨著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提出的“僑民文學”概念的理解，“僑民文學”中“僑

寓”的可以是作家自己，也可以是指作家寫成的作品。魯迅在論述到“鄉土文學”

的時候曾經引用勃蘭兌斯的上述論斷，說“在北京用筆寫出她們的胸臆來的人

們”，“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由於“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

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而不能稱爲“僑民文學”。6澳門寫作者在離岸發

                                                             

4湯顯祖、賈梅士這兩位東西方文學巨匠，其詩文創作與澳門有著千絲萬縷的文學聯係，但有

關他們是否真的到過澳門，學術界尚有爭議。 

5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會，1998 年版，第 30

頁。 

6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序》，《魯迅全集》（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

第 255頁。 



 

 

表的文章則屬於典型的“僑寓文學”，因爲“僑寓”的恰恰是他們所寫的文章。顯

然，澳門長時間的離岸文學屬於澳門的“僑寓文學”，它仍然可以説是澳門文學的

組成部分，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它還是澳門文學最重要的部

分。 

如果說“僑寓文學”“僑寓”的可以是文學家，也可以是文學本身，那麽，聞

一多那膾炙人口的《七子之歌》可以視爲是一次文學對於澳門的“僑寓”。這是另

一種澳門文學意義上的“僑寓文學”，是文學作品在想象意義上對澳門的“僑

寓”。如果將想像的作品對澳門的“僑寓”算作澳門文學的當然内容，還不應該忘

記現代小説家郁達夫。 

郁達夫著名小說《過去》清晰地描寫了一段澳門故事，這故事中包含著往事的

憂傷，包含著 1920 年代澳門市井的風情，還有對與世隔絕般的賭場的遙望。澳門

的文化界始終沒有關注郁達夫與澳門的關係，因為沒有任何資料確證這位小說家來

過澳門，在他的日記和書信中都沒有類似記憶的痕跡。一般來說，郁達夫屬於那種

毫無保留地表露自己行動甚至心理的作家，如果不是在作品中，也會通過書信、日

記體現自己的行蹤。但在 1926年 11月初的這段無可查考也無可確證的澳門之行卻

很例外，在他的文字中幾乎找不到任何記載。這可能有他自身的隱情。但細讀《過

去》，可以非常清晰地明辨和推論，郁達夫想必來過澳門。 

在小說中，他對澳門 (M港)的描寫可謂具體而微，雖然那時候的澳門建築多呈

“一點中古的遺意”，這也許出於想像，或者出於其他人的轉告。但他描寫的“碧

油油的海灣”，“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很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裡。”“在榕樹下的長

椅上休息著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這情形正是對當年澳

門瀕臨海濱的馬路——南灣大馬路的非常精確的描寫，南灣大馬路也就是小説中的



 

 

P街，因爲其葡文標示為 Avenida da Praia Grande。這裡寫出的澳門街市的成色，風

貌，格調和神韻，那麼具體生動，那麼詳盡真實，不是到過澳門的人無法作如此

傳達，到過或者熟悉澳門的人都能夠通過這樣的描寫中回味出澳門的韻致，況味出

澳門的精神。而且郁達夫是一個一向忠實於自己的觀察和感受的作家，不是那種善

於依靠自己的想像活靈活現地憑空描畫的作家。另外，作家描寫的望海酒樓，以及

望海酒樓旁邊的外國酒店旅館，包括酒樓周邊的地理關係和建築物位置等等，經

查，都與那個時代的澳門地理完全吻合：“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

道，避開那條 P 街，一直到那條 M 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著步講一句

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嗚嗚的吹著，街路樹的葉子，

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才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

海的小室裡坐下。”如此精准的描寫，如此具體生動的路線圖，如此吻合於澳門歷

史地理的情景再現，很難想像出於一個從未到過澳門的作家之手。  

現代文豪郁達夫同古代文豪湯顯祖一樣，都不能被確證來過澳門，但從他們的

作品中又都能夠分析出他們到過澳門的種種跡象，都能推論出他們對澳門風物的親

目觀察和親身體驗的條條線索。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對於澳門的發現者，他們都以自

己不朽的筆墨，以自己特別的“僑寓”文字，將澳門帶進了中國文學和漢語新文學

世界。 

就澳門的新文學而言，除了上述這些“僑寓文學”而外，不可忽略的是很容易

爲人忽略但確實又別具一格的澳門本土文學成就。關於澳門本土文學，的確有一些

先入爲主的成見，需要進一步澄清。例如，澳門新文學的起點是不是遲至九一八事

變前後？現在的研究表明，澳門漢語新文學的起點實際上可以提早到 1920 年代

初，那時候小小的邊緣城市澳門就漾起了新文學的漣漪。一般認爲澳門新文學的產



 

 

生遲至 1930 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李成俊的權威性界定便是如此：

“澳門早期新文學活動應該說是‘九一八’救亡運動以後逐步開展起來的。最早是

愛國人士陳少陵從日本來，開設第一間供應新文藝書刊的‘小小書店’。”7這還

是說的新文學的“活動”，而且不過是開辦新文藝書店而已，與真正的新文學創作

還有相當的距離。其實，澳門早在 1920 年就有詩人習寫並發表新詩。澳門文獻學

專家鄧駿捷發現了該年度馮秋雪發表于澳門出版物上的新詩《紙鳶》，並斷言這是

“澳門的第一首新詩”：“馮秋雪是澳門近代著名商人馮成之孫，長期在澳門生活

和居住，是地地道道的澳門人，而且《紙鳶》又發表在澳門的文學刊物上，因此它

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澳門的第一首新詩’。”發現者針對一些專家概括的五四新

文學“幾乎沒有在澳門引起回應”之說，以實證材料論證道：“在新文學運動開展

不到兩年的時間，澳門就出現了馮秋雪的新詩《紙鳶》。因此，對於新文學運動與

澳門的關係，恐怕不宜再簡單地認為‘幾乎沒有在澳門引起回應’，而是要從澳門

文壇的實際情況出發，重新思考澳門作家對新文學運動的接受過程，以及新文學創

作的成果。”8的確如此。至少在中國新文學的這個早春時節，澳門本土的新文學

“活動”已經出現，新文學創作和運作也已經有跡可尋了。 

馮秋雪及其弟馮印雪在澳門組織了一個以創作舊體詩爲主的社團——雪社，但

他們並不是排斥新文學的守舊人物。在澳門這個素來平和的文藝平臺上，新舊文學

是可以並且一直是和平共處、相得益彰的，習慣于寫舊體詩詞的詩人馮秋雪偶爾操

觚嘗試新詩寫作，體現出新舊融合、包容的澳門特色，也在不經意間將澳門新文學

                                                             

7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澳門文學評論選》（上），澳門基金會，1998 年版，

第 29頁。 

8鄧駿捷：《澳門的第一首新詩》，《澳門日報・鏡海》，2015年 12月 30日。 



 

 

的建設起點向前推進了十餘年時間。在新文學運動的主戰場鬧騰得劍拔弩張的新舊

文學之爭，卻在澳門這個本來就波瀾不驚的地方顯得相安無事，這就是澳門文壇的

重要特徵，當然也正由於新舊文學之間無須發生激烈衝突，因而新文學的登場也就

不像在新文化中心地帶那樣富有激情和儀式感，這也是馮秋雪的新文學試驗之作未

能引人注目的原因。應該說，馮秋雪這樣的兩栖性創作在澳門絕非一個特例，相當

一段時間，對於相當一批文學寫作者者來說，遊刃於新舊文學之間，穿梭於港澳文

壇之間，乃是他們的一種生存常態。 

雖然相當長一段時間，至少是從 1950年代到 1980年代中期，“澳門還沒有出

版過一本公開售賣發行的文學雜志”，9然而澳門仍然存在著文學寫作和文學交

流、文學閲讀活動。澳門從來就不缺少認真的寫作者和熱忱的投稿人。相當一段時

間，澳門漢語新文學創作、發表和批評、影響的基本平臺是在香港，以致形成了離

岸文學現象。淩鈍搜集並出版《澳門離岸文學拾遺》，確認這個文集可以讓大家

“一窺六七十年代澳門文學作品的面貌”10，可見澳門文學事實上的存在與特定的

生息狀態。 

澳門離岸文學現象仍然體現著澳門文學的範疇，只不過是澳門作家讓他們的作

品“僑寓”到香港等離岸地區而已。澳門文學作品之所以會“僑寓”到離岸地段，

無非是澳門地方狹小，文學發表園地奇缺，文學寫作者和文學愛好者不得不另辟蹊

徑，在香港等其他地方尋求發表的機會與空間。《澳門離岸文學拾遺》的編者這樣

描述澳門“僑寓”離岸的文學情形：“梯亞（原名程梓翔）創作不少獨特新穎的小

                                                             

9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澳門文學評論選》（上），澳門基金會，1998 年

版，第 32頁。 

10淩鈍：《澳門離岸文學：代序》，《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第 VI頁。 



 

 

説，全部在香港發表。這批小説尚未結集，相信讀過的澳門讀者不多。李心言（原

名李艷芳）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曾投稿香港的《文藝世紀》。六七十年代積極渡海發

表作品的澳門作家還有汪浩瀚（原名汪雲峰）、江思揚（原名李江）、韓牧、劍瑩、

江映瀾（原名周落霞）等人。”11除此之外，他還提到了對澳門文學貢獻甚大的陶

里，點出了至明、黃潔英、東生、心剛、林逸、彩虹、慧心、楚陽、楚山孤、李思

狂、李滌非、鍔未殘、游靜萍、謝草園、雪山草、隱蘭、劉思揚、劉照明、鄭章

源、葉望、林冷雨、舒汶、駱南僑等等。這份名單幾乎羅列了當時能夠寫作的澳門

作者的全體陣容，他們都是在香港的相關文學媒體上發表文章或成長、成熟的澳門

作者，他們用自己的筆墨借助香港的《文藝世紀》、《海洋文藝》、《當代文藝》、《伴

侶》等刊物，描畫出了實際屬於澳門文學的離岸文學景觀。 

顯然，澳門文學作爲一種地域性文學的現象與秩序，雖然聚焦於不同的空域，

雖然變換著各種形態，雖然時濃時淡，時起時伏，時冷時熱，甚至可能時斷時續，

但它總是呈現於漢語文學的歷史景觀之中，向人們提供可以討論的文學文化現象。

理論方面的自覺一般總會比文學現象的發展更顯遲滯，澳門文學作爲一個學術概念

和文化概念，其形成的歷史相對短暫。一般認爲，韓牧在 1984年 3月 29日舉行的

“港澳作家座談會”上提出的“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的倡議，是“澳門文

學”作爲學術概念和文化概念的開始。該座談會由《澳門日報》、星光書店、三聯

書店和花城出版社聯合舉辦，作爲“中國當代作家書畫展”的開幕式的一項内容。

韓牧除了呼籲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而外，還提出了出版年度文選、評選文學

                                                             

11淩鈍：《澳門離岸文學：代序》，《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第 II頁。 



 

 

獎，發展兒童文學等具體措施，認爲這些措施可以儘快抵達建立“澳門文學的形

象”的文化目標。12 

韓牧的呼籲具有明顯的文化意義和學術意義。在文化方面，勇敢地衝破了類似

于文化沙漠的説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自卑感，讓澳門文學和澳門文化有機會呈現

在歷史的視域之中，甚至可能呈現于人們目光的聚焦之下，這對於澳門文學的文化

建設起到了有效的促進作用。事實證明，只要意識到澳門文學建構的可能性和迫切

性，澳門文學建設的熱忱就可能得到有效的激發。此後，澳門有關方面特別是澳門

相關社團等有意識地實施澳門文學形象的建設工程，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果然在南

中國海濱建成了相當醒目的澳門文學形象。各種澳門文學的作品選本和評論選本出

版得相當活躍，單是韓牧所構想的澳門文學年度選本，就有澳門筆會版和澳門作家

協會版兩种，而且各自都堅持相當一段時間；澳門筆會和澳門基金會主導的澳門文

學獎評選已經成功舉辦 12 屆，影響越來越大。除了兒童文學的倡導未能真正落實

並奏效而外，澳門文學的發展已經建立了相當的規模和有序的節奏。特別是由澳門

基金會主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澳門文學叢書”，計劃出版 100冊，現已完成

了 2 輯 56 種作品的出版任務。這應該視爲澳門文學文化建設的重大舉措。在學術

方面，“澳門文學形象”的倡導明確地提出了澳門文學概念，使得“澳門文學”以

一種特定的意義浮現在歷史認知的層面，甚至成爲學術討論的焦點。其實，一定的

社會板塊只要有文學活動，就可能產生一定的文學現象，並且擁有一定的研究價

值；一定社會板塊的文學存在不一定通過震撼人心的作品得以體現，其文學運作，

哪怕是特定方式意義上的文學運作，文學行爲，也就是漢語翻譯的“文學行動”

                                                             

12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會，1998年

版。 



 

 

13，都應該視爲一定社會板塊的文學，可以以這一社會板塊命名這裡的文學。澳門

是一個特殊的社會、文化板塊，它歷來就有文學活動和文學行爲，命名澳門文學並

確認澳門文學可以説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學術的必然和文化的必然，而這樣的必然

性由“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這一相對穩妥的方式提出，充分體現出澳門學者和作

家的審慎與低調。 

然而，文學話題一般不會引發較大的社會波動和文化震動，其實有時候的審慎

與低調反而能激起各種輕率的質疑。這樣的質疑有益於圍繞澳門文學概念的學術研

討，有益於關於澳門文學理解的深入，雖然這樣的質疑本身實際上包含著不少的意

氣因素，帶有各種各樣的心態。其中，主張澳門文學概念不成立的學者大有人在，

他們往往以周邊特別是香港的文學成就及其影響力比照澳門，認爲澳門其實並無文

學，甚至認爲澳門就是文學的“沙漠”。這樣的觀點將文學品格和規格進行高水平

定位，認爲稱得上文學的創作在澳門並不普遍，因而澳門基本上沒有文學。這是一

種高規格嚴要求的學術認知，但也是一種較爲偏激的文學理念。文學既可以指成功

的甚至傑出的作品，也可以指一般性的寫作結果，同時，所有與文學相關的文化運

作和文學行爲皆可以認定為某一區域的文學。從這一意義上說，澳門文學早就存

在，是漢語文學世界獨特的文學存在。李鵬翥在《苦心孤詣的研究創獲——序莊文

永的〈澳門文學評論集〉》一文中，對這一種質疑進行了深入的論辯：“澳門有沒

有文學？澳門是不是‘文化沙漠’？這一類老掉了牙齒的問題”；連香港，也一度

遭受過類似的質疑，諸如“香港有沒有文學”的問題也曾出現在 1970-1980年代之

                                                             

13法國 Jacques Derrida提出的命題，中文翻譯為“文學行動”，見《文學行動》，趙興國等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交，14貶責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説法常常不絕于耳。面對這一個老問題，李鵬翥顯得

很有信心，這信心來自于學術界和文學界的肯定與認同：“早經來過澳門的著名作

家陳殘雲、杜埃、秦牧、吳泰昌和著名學者錢谷融、饒芃子等在文章和講話中肯定

澳門有文學，也並非是‘文化沙漠’”因此對“不少異地的人在不斷提出”的質疑

大可以置諸不理。與此同時，李鵬翥代表澳門文學界借此也作出了深刻的自我反

思：有人漠視澳門文學存在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澳門作家的作品還不夠多，還

引不起外地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澳門的評論家和研究者，對於澳

門文學也相對“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介紹”。15 

當澳門文學概念和澳門文學形象建設的議論尚未出現的時候，澳門無文學的觀

點可能會被當成一種常識性的認知遭到忽略，但澳門文學概念出現之後，建構澳門

文學形象的呼籲出現之後，澳門無文學的觀點往往變得陳舊不堪的老調重彈，甚至

成爲故作驚人之語的嘩衆取寵之論。從一定的文學標準出發，人們可以對澳門文學

提出批評性的意見，但據此否認澳門文學的存在，是不顧事實的行爲，而且有欠公

正。其實，澳門早就有文學，這是不爭的事實，連一向謹慎的李鵬翥也從各個不同

的方面論證澳門文學的歷史性存在，他在《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一文

中，慢條斯理，不緊不慢，有理有據，全面獨到地闡述了澳門文學的歷史實存，從

1950-60 年代的《新園地》，說到油印文學刊物《紅豆》，勾勒出了澳門文學發表園

地與社團活動的基本狀況，再從澳門文學久遠的歷史絃歌，敍説到新文化先驅者的

文學影跡，清晰地闡明了澳門文學歷史的悠久和内涵的豐富，接著從當代澳門文學

                                                             

14韓牧：《建立 “澳門文學” 的形象》，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會，1998 年

版，第 2頁。 

15李鵬翥：《苦心孤詣的研究創獲——序莊文永的澳門文學評論集》，《濠江文譚新編》，中國文

聯出版社 1999年版。 



 

 

社團、出版、獎勵、講座等等林林總總，方方面面，點染出澳門文學色彩斑斕的現

實存在。問題是，爲什麽澳門文學這一概念一直呼之不出，甚至無力呼之，無意呼

之？一方面是因爲澳門學者和文化人慣有的審慎與嚴謹，低調而謙遜，另一方面，

也與某些學者和作家對澳門文學以及一個區域的文學理解上的偏差有關。當然，至

於隨便以“文化沙漠”之類的蔑視性概念稱呼澳門和香港的現象，誠如李鵬翥所

說，實在不值得過分理會。 

一些審慎的學者質疑澳門有文學，進而質疑澳門文學的存在，這是對文學概念

特別是地域文學概念作相對苛刻甚至是狹隘理解的結果。文學可以是洪鐘大呂的轟

鳴，振聾發聵的推動，永恒經典的呈現，精致輝煌的表現，但也可以是小巧細緻的

描寫，恬淡瑣碎的陳設，隨心所欲的散步，粗糙真誠的表達；如果一個區域的文學

就是後一種方式和形態的呈現，怎可以說這裡就沒有文學？只要有人寫作的地方，

只要有文學夢的地方，只要有文學交流和文學運作的地方，就應該有屬於那個地方

的文學。將一個區域文學的優劣程度當作判定這一區域有無文學的依據，其實是一

種偏見。相信正是這樣的偏見一直影響著澳門文學概念的提出。 

另一種特別審慎的意見是，澳門不能隨便提“澳門文學”，因爲澳門有漢語文

學，有土生葡語文學，還有葡語文學和英語文學，貿然提出“澳門文學”究竟何所

指涉，這就成了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偽問題。從個人的寫作狀態而言，澳門這樣一

個華洋雜処的地方肯定會有如上所說的文學類型，但不能說這些不同語種的寫作都

能夠作爲澳門文學的代表。一個特定的區域特別的文學現象當作特別的學術對待，

於是澳門學界確有學人對土生葡語文學展開研究並且取得成果的，但不能說這些特

殊的文學現象就應該被概括為澳門文學甚至成爲澳門文學的代表現象。早就有澳門

學者非常深深地將“澳門文學”化整爲零，認爲有一種“澳門華文文學”，另外有



 

 

澳門其他語種文學。16有些内地學者也認爲“廣義的澳門文學（主體為澳門華文文

學和土生葡人文學）”。17將一定區域文學中的特殊現象列爲或誇大為區域文學的

必然構成和代表性的概括，這是一種以屬种概念干擾主體概念的現象。當“澳門華

文文學”這概念一出現，澳門這個特定區域的政治文化屬性都似乎發生了令人生疑

的變異。土生葡語文學是非常有特色的文學現象，但要將這樣的文學列爲澳門文學

結構性的組成部分，還讓真正的澳門文學讓位為“澳門華文文學”，其實是一種文

化理解和學術把握上的偏差。完全可以將澳門文學理解為是由在澳門或關於澳門的

漢語寫作和土生葡語寫作以及其他語種文學寫作共同組成的雑合現象，但絕對沒有

必要讓漢語寫作與其他語種的寫作平分秋色地共用澳門文學的文化概念和學術概

念。這樣的偏差導致許多學者直至今天也不能理直氣壯地使用澳門文學概念，顯然

它會影響澳門文學概念的順利生成並在一定的學術文化語境下健康生長。 

澳門文學概念在澳門由澳門作家和學者自己推出，表明澳門文學文化建構和學

術建構的自覺性正式形成。1984年韓牧充滿激情的“澳門文學形象”的倡言，帶著

“爲澳門文學界爭地位爭氣和打氣”的意味，18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效應。這種意氣

闡述在觀念倡導時期不僅是免不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觀念倡導塵埃落定之

後，理性的論析變得十分重要。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鵬翥有關澳門文學的一系列表

述，以其淡定沉穩的風格和理據充分的力量，為澳門文學作爲學術概念和文學史命

題的最終確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堪稱經典之論的，同時還潛心盡意地列舉出

                                                             

16鄭煒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行政》第 8冊，第 29期，1995年第

3期。 

17王勇：《澳門文學的文化生態學特徵及其意義》，《文藝爭鳴》2015年第 2期。 

18韓牧：《爲 “建立 ‘澳門文學’ 的形象” 再發言》，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

會，1998年版，第 9頁。 



 

 

澳門不利於文學發展的種種制約因素，為澳門文學應有的健康生態和發展前路進行

了精心設計和呼籲。隨著韓牧的呼籲，澳門文學研究者李成俊、李鵬翥、云惟利等

積極響應，他們借助《澳門日報》，澳門大學中文系等媒體力量和學術力量，通過

召集會議，組織論文，編印書籍等途徑，進行澳門文學學術建設的切實工作。同

時，澳門文學研究者開始對澳門文學概念内涵和外延進行研究與論辯。“澳門華文

文學”之類的謹慎而不免有些尷尬的命題正是在這種論辯性思維中產生的。在考慮澳

門文學外延的時候，學者鄭煒明論述道：“發表和出版於澳門的不一定就是澳門文

學。如現居外地的作者 ，投稿澳門的刊物而得以發表，不能簡單的說就是澳門文

學，但可以考慮其對澳門文學的發展有沒有積極的影響。相反不在澳門發表和出版

而仍算是澳門文學的，多有實例：懿靈的《流動島》在香港詩坊出版；筆者的另外

一些土生土長的學生，剛在文壇亮相的時候，絕少在澳門發表作品，其作品卻在香

港、臺灣的刊物上刊登。因此說，我看澳門文學的定義這個問題，總不能太死

板。”19這樣的議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而且也為嚴格界定澳門文學作了輿

論準備，但從一定的學術實踐而言，很可能這樣的議論會導致對澳門文學理解的更

加“死板”。澳門由於社會體量的限制，文學人口相對稀少，澳門文學從作家構成到

作品陳列其實並不擁擠，在這種情形下，那些非澳門籍人士在澳門的寫作或者發表

於澳門的作品並不一定得排除於澳門文學之外。至於澳門籍人士在外發表的作品納

入澳門文學範疇的事，從來就沒有成爲一個問題。“離岸文學”的關注已經表明，澳

門文學家和文學寫作者在香港及其它地區發表的作品完全可以而且已經納入澳門文

                                                             

19鄭煒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行政》第 8冊，第 29期，1995年第 3

期。 



 

 

學的當然範疇，澳門文學研究界從未有人質疑過類似於“離岸文學”屬於澳門文學的

基本事實和基本概念的理解。 

澳門文學概念的提出及相關的學術爭辯，為澳門的文學界和文化界注進了一定

的活力，也強化了他們建構澳門文學的自信與自覺。各種選本的澳門文學作品紛紛

出版，文學雜誌的出版也在這一時段進入活躍期，澳門五月詩社正是在這樣的情勢

下組成並產生影響，澳門文學批評也在這樣的氣候下呈某种熱鬧局面。無論是文學

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在澳門文學形象的號召下都有了自身認同的快感。澳

門文學的新格局實際上是以澳門文學概念認定的格局為基準的。 

1986 年，由當時的臺灣香港文學研究會組織的“臺灣香港文學學術研討會”

在中山市舉行，這次會議在籌備和召開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決定，讓澳門文學進入

研討會主題之中，從此，澳門文學得到了主流學界的承認，台港澳文學作爲世界華

文文學的特殊的組成部分得到了學術的認定。這樣的學術事件發生在澳門文學概念

被推出的兩年時間内，應該算是相當快捷的速度了，這一方面清楚地表明澳門文學

界努力建構自身認同的成效，另一方面也説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以及世界華文

文學研究界，合成一體應該被稱爲漢語新文學界，對澳門文學持有真誠的歡迎和熱

忱的鼓勵態度。有意思的是，2010 年，澳門大學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召開了近

現代媒體與澳港臺文學經驗的學術研討會，20首次在重要的學術活動中提出了“澳

港臺”概念和排列順序，體現了對澳門文學特別是其特有的歷史文化内涵的重視。

澳門是中國近代媒體的肇始之地，從媒體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學當然應該將澳門置於

首位。這實際上是對澳門特定的文化歷史和文化地位的一種學術肯定。 

                                                             

20此次研討會的論文集為朱壽桐、黎湘萍主編的《近現當代媒體與澳港臺文學經驗》，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澳門文學作爲文學板塊、文化現象和學術概念的被確認，無疑有效地擴展了漢

語文學的版圖與範圍，使得漢語文學特別是漢語新文學的空間結構得到了完整性的

彌補。如果按照 1980 年代的研究習慣，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只是關注臺港文學

或港臺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就非常遺憾地缺少澳門這個特別區域，相信這樣

的遺憾不僅僅是文學和文化上的。澳門不僅是中國神聖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文化富

有特色的一個重要板塊，其文化的歷史性和特徵性都是香港文化所無法替代的。澳

門文學是澳門寫作者和澳門文學人依據澳門經驗、澳門感受共同創造出來的文學存

在，它應該向漢語文學世界貢獻出獨特的澳門精神和澳門情緒，這種精神和情緒是

其他地區的文學所無法提供甚至是無法複製的文學文化資源，從這一意義上說，澳

門文學的獨特性是漢語新文學世界所關注並重視的對象，澳門文學在漢語新文學世

界不僅應該擁有其獨特的地位，而且應該是漢語新文學世界所不可或缺的特定板

塊。 

澳門文學倡導者、評論者和研究者對澳門文學的呼籲與論辯，其歷史價值非常

明顯，其文化效應也不言而喻。然而，在澳門文學應有品格和文化特性方面的論證

並不十分有力，而且常常趨於忽略。最初提出澳門文學形象的論者，實際上並沒有

意識到須認定澳門文學形象的獨特性，特別是澳門文學的文化内涵和地域風格的獨

特性。澳門文學如果不是以獨特的内涵、獨有的精神氣質和特別的審美風格確立自

己的形象，這樣的形象終究會湮沒在其他地域文學的模糊色之中。 

 
 
 

二、澳門文學的“生息”與漢語新文學内容的擴充 
 



 

 

澳門文學具有自身特有的生息狀態，對漢語文學特別是漢語新文學做出了獨特

的貢獻。的確，澳門文學沒有形成雄踞一方，稱霸一時的文學高峰現象，沒有多少

經典性的文化積澱，在漢語文學歷史上甚至難以列舉出可圈可點的文學史景觀，澳

門文學在漢語新文學世界一般可以被認爲是乏善可陳，因而常常被忽略。但這些都

是長期以來主流文學界沒有對澳門文學予以足夠重視、給予特別關注的結果，是對

澳門文學的歷史的審美的存在長期忽略而造成的一種誤解。澳門文學通過五月詩社

以及相關的詩學刊物向漢語新文學世界貢獻了卓越的後現代詩篇，在後現代詩歌創

作方面引領了潮流，這是漢語新詩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澳門特有的土生葡人

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是中國經驗和澳門經驗的結合体，也是中國經驗和澳門經

驗的一種特徵性體現，它只能訴諸於澳門文學的表現，而澳門文學特別是小説創作

也確實在這一特定的經驗表現中做出了令人滿意的貢獻。澳門歷史與現實中的許多

環節交織著若干民族問題的糾結和現代人精神情感的困惑，澳門戲劇創作圍繞著這

些糾結和困惑展開了藝術性的演繹，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是對漢語戲劇

文學創作做出了澳門經驗書寫的貢獻。而澳門的人生，安寧、靜好、緩慢、樸實，

同時又淺顯、浮泛、平凡、庸碌，非常符合散文的表現，這是澳門体散文形成的重

要的生活資源和文化資源。在安寧、緩慢中散步，同時在婉諷、嘮煩中解脫，這是

澳門体散文的風格和魅力，也是它的内容和品質。 

澳門是詩的熱土，從古到今。1983 年，香港詩人何達就曾對陶里斷言：“澳

門是詩的基地。”21明清兩代，多有各地詩人、畫家、詩僧游方至此，或小住一

段，或卜居於此，每每雅集酬唱，常常絃歌不斷。這樣傑出的系列中有吳歷、屈大

均、丘逢甲等等，可謂燦若星辰，耀眼輝煌。新詩創作領域雖然沒有如此高尚輝煌

                                                             

21陶里：《五月詩侶•後記》，《五月詩侶》，五月詩社，1989年版，第 169頁。 



 

 

的團隊，沒有像蓮峰詩社這樣引人入勝的故事，但也一度建立了殊勳，建構了漢語

新文學領域燦爛的景觀與記憶。如果說後來發現的 1921 年由澳門文學界貢獻的新

詩還是那時候如火如荼的新文學和新詩創作熱潮中的一朵微微波瀾和點點漣漪，還

是瞠乎其後的一番創作行爲的結果，澳門離岸文學時期的新詩創作也常常是香港文

學或其他主體文壇的一抹餘緒，一種補充和一種贊助，那麽，漢語文學的歷史和澳

門文學的歷史都應該提請人們關注1980年代中後期，那時的澳門文壇崛起了一個重

要的現代詩歌社團和新詩流派，這就是五月詩社。該社於 1985 年在澳門開始醖

釀，1988 年五月正式成立，代表人物有陶里、雲惟利、流星子、高戈、江思揚、

懿靈、胡曉風、淘空了、淩楚楓、雲獨鶴等，而後來加入的年輕成員則有黃文輝、

舒望、林玉鳳、葦鳴等。五月詩社出版有《五月詩侶》、《澳門現代詩刊》等書刊，

大多列入“五月詩叢”。五月詩社的成立宗旨本“在於聯絡詩人交流經驗，研究詩

論，推動澳門新詩的發展；並希望進一步促進中葡詩人來往，建立與外地詩會的聯

係”。22顯然，這本來是一個在澳門司空見慣的聯誼性的社團，在文學和詩歌方面

並無大的企圖心。他們一開始並無文學傾向方面的倡導，用李鵬翥的話說，“詩貴

乎有真情實感，如果爲了一個簡單的模式，一個簡單的主張去扭曲地創作，又有什

麽意思呢？”23真情實感的堅持就是按照自身的感受，服從自我情緒的命令進行詩

性的歌吟。 

那麽，他們的自我情緒和自身的人生感受是什麽？那是與澳門特定的歷史感興

聯係在一起的一種文化氣根的漂動感、無定感和懸置感。雖然澳門絕不是一艘不系

之舟，它的根牢牢地扎在祖國的大地和傳統文化的沃壤之中，但由於長期以來外族

                                                             

22《五月詩社簡介》，《五月詩侶》封面勒口，五月詩社，1989年版。 

23李鵬翥：《祝賀五月詩社周年紀念》，《五月詩侶》，五月詩社，1989年版，第 II-III頁。 



 

 

殖民所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政治阻隔和情感疏隔，讓澳門同胞不免產生一種若即若

離、時斷時續的游離感，這樣的游離感如同廣粵大地常見的榕類植物高高揚起的氣

根，它本是爲了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和養分發育而成的上部根系，但在吸收空氣中說

沾惹養分的同時也不免隨風飄動，無地著落，雖然有一番高揚的風神瀟灑甚至有一

種眩惑的趾高氣昂，但畢竟體現的是一種不安定的靈魂的漂動感、無定感和懸置

感。以前或有這樣的觀察：“一個新移民文藝家,即便是‘紮根’澳門再久、再深,

他們的作品也難以真正對澳門社會文化實現‘零距離’的表現。由於文化認同與心

理、情感認同產生的機制不同,移民文人對於異地文化元根的表現總會有些隔膜,他

們表現的文化可以描述為文化氣根——一種與深入到泥土內部的文化元根並不一

樣。文化氣根既彰明較著又相當淺顯,這是移民文學家普遍的創作現象,對於澳門新

移民文學而言,這是它的部分特色。”24其實，文化氣根感興是澳門文學家、澳門文

人相當長一段時間内普遍的人生感興，是特定歷史境遇下的中國人所深刻體驗的情

緒與情感，這是特定區域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的中國經驗和澳門經驗。詩人懿靈

作爲澳門人卻覺得自己還是“異鄉客”，在《異鄉客》一詩中表達的是這樣的“氣

根”型感興：“漁夫走過的地方/汎著家鄉的風味/是海邊新街的魚香/把海水懸於屋

簷下/串起珠江三角洲鹹鹹的淚……”在大海與黑夜相互勾結的時候，“腳尖下相

親的淚/仍在靴筒内浪蕩/找不着依歸”，於是，只好“就讓鄉間的流傳成爲永世的

流傳/如同我的身軀永遠地成爲大海的謎”。這種典型的澳門經驗表述的就是氣根

的感興，充滿著飄動的辛酸，又缺少自由的享受，永遠是懸置著的感覺，用詩的語

言來表述那就叫“流傳”，“流傳”實際上就是被時間處理過的懸置感。詩人陶里

                                                             

24朱壽桐、許燕轉：《文化氣根現象與新移民文學心態：兼論澳門新移民文學中的文化氣根現

象》，《華文文學》2009年第 6期。 



 

 

所體驗的生命的懸置感以及抽取了自由的無奈的無定感比年輕詩人的懿靈更爲深

刻，也更爲厚重和淡定，因爲那其中融合著澳門中老年文人的人生體驗。他在《其

實沒有》這首詩中表達了人生懸置感中的無差別境界：“其實沒有清晨和黃昏  只

是/愛讀早報啃麵包  在燈下/喝濃湯聼女人嘮叨”。瑣碎的人生中“其實沒有所謂愚

蠢”，也“其實沒有所謂胭脂”，“沒有所謂領帶”，“沒有醇酒與玫瑰”，甚至

“其實沒有墳墓”：“只是/太多的戀愛造成太多的生命虛脫/墓園裏乾巴巴的土堆

失意於雨季”，然後詩人醒悟道：“雨季不雨季  貼郵票的十八嵗/寄到手杖和更年

期只需刹那/其實沒有清晨和黃昏”。貼上郵票將十八嵗郵寄到手杖和更年期，也

就是將清晨貼上郵票寄到黃昏，原來就是那麽一個微不足道的刹那的距離，於是人

生其實就實存在這種時間意義上的無差別之中，那是一種被倒立的無定感和懸置

感。陶里是一位具有現代主義文學感性的詩人，他的那種將十八嵗貼上郵票寄給手

杖和更年期的異想帶有現代主義的荒誕意味，但他更傾向于在詩中表現瑣碎、日常

與庸凡，啃麵包與聼女人嘮叨，發現“男人和女人難以成爲男人和女人”的庸常邏

輯，都是他筆下常常習慣于加以表現的内容。人生的漂動感、無定感和懸置感通過

現代主義的奇思異想，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庸常瑣碎加以立體地呈現，這是陶里這首

詩的特色，也是陶里詩歌創作的基本特色，其實更是澳門新詩對於漢語新詩所做出

的重要貢獻。 

1980 年代後期，現代主義的詩歌描寫還處在緊張的實踐和激烈的論辯之中，

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詩歌探索仍然處在猶抱琵琶的狀態而難以在詩壇高視闊步，於

是後現代的詩歌創作尚未開始露出苗頭，而這時期的澳門新詩中，現代主義的表現

已經成爲普遍的詩歌手段，五月詩社後來出版的詩刊更被直接命名為《澳門現代詩

刊》，明確了他們詩歌創作的現代特質。《澳門現代詩刊》中的“現代”對應的葡文



 

 

是“Contemporanea”,強調的是其“當代”甚至“當下”品質，其實是對日常、瑣碎的

後現代詩歌品質的一種呼喚。 

當中國大陸的詩歌還處在為現代主義詩風是否可以接納、可以容忍的問題所困

擾並且尚無結論性結果的惶惑、糾結時期，澳門的現代詩歌已經在五月詩社爲主体

的詩人群體的運作下走向了現代注意與後現代主義的融合。當時，即便是在臺灣、

香港的文學界，現代主義雖然早已經深入詩心，有了 20 多年的發展和演進的歷

史，推出了余光中、洛夫、羅門、劉以鬯等傑出的現代主義詩人，但詩歌創作仍然

處在牢固的現代主義詩學語境之下，後現代主義的日常化、平庸化和反諷意味尚未

進入主流的詩筆之下。澳門擁有特別的歷史，其現實情形也非常獨特，生活在澳門

的詩人能夠從澳門人生淡淡的現代主義和庸常的後現代主義氛圍中同時體察到現代

性與後現代性的意味，並且以一種雜合的方式加以表現，這在漢語新詩和漢語新文

學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相當的先鋒意義，雖然囿於澳門的地緣影響力，這樣的文學現

象和詩歌現象未能在漢語新文學、漢語新詩領域起到切實的先導作用。 

在漢語新詩領域，後現代的感興最先在澳門產生並在澳門文學中得以較爲普遍

的表現，絕非偶然，這是與澳門經驗聯係在一起的一種情感釋放的結果。這種後現

代的詩性經驗，作爲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中的中國經驗和澳門經驗，與中國人在祖國

大陸所感受的來自大地深處的實在感和沉重感完全不同，儘管“雪落在中國的土地

上”所造成的徹骨的寒冷和疼痛同樣會令幾代人刻骨銘心，而身処澳門的詩人，面

向海洋卻無法遠航，面對故鄉卻無法回歸的漂動感，以及難以漂泊也難以安定的荒

誕感，伴隨著一種刻骨銘心的不安定感，以及命運從來無力掌控的無定感，無法立

定於扎實的大地同時也無法攀登上光輝的巔頂的懸置而無奈的感覺，是一種既失去

自由又無法休憩，既飄忽不定又行之不遠，既領略無限又失去根性的尷尬與困惑的



 

 

體驗。當年徐志摩曾這樣詩性地描述林長民的瀟灑風神：“万种風情無地著。”對

於澳門詩人和文學家而言，他們並沒有那麽幸運地領略万种風情，但那一點點庸常

的、平凡的甚至是空虛的感受和領略同樣無地可著。這從懿靈對“勞工証”的描寫

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這樣的後現代感興。“截至，截至我登了岸和誕下第一個孩子/

柔和的日光才在相親的胸口撫慰過/然而打從那時開始/打從人們給我一個/‘有証

勞工無証家屬’的名稱時/陽光只是懸在窗櫺上的一塊碎片/等待點算  等待風乾/等

待和時間一同歸去”，於是她選擇了情感的放棄：“就讓鄉間的流傳成爲永世的

流傳/如同我的身軀永遠地成爲大海的謎……”這首詩題爲《異鄉客》，表達的是一

種無根的不安定的體驗，是一種在難以維系的著力點上所作的無可奈何的感嘆與唏

噓；這是一種對於澳門特定人群而言非常廣漠的悲哀和深痛的詩性感悟。這是一種

頗爲典型的後現代體驗，訴諸于文學便是一種自然而粗礪的後現代表現。淩楚楓的

《青諫》同樣表現了這種介乎於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感興的情緒放逐或情感放棄

的詩意：“將沉舟交給岸/將岸交給山”。主體的責任無力承擔，似乎也無意承

擔。 

這樣的中國經驗和澳門經驗，與海外華人在遠離祖國的漂泊感、無根感和悵恨

感也很不一樣。由於澳門以及澳門人生一直與祖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澳門中國

人的情感生活和社會生活其實並沒有真正疏離過大陸，即便是在大陸政治運動非常

極端的時代，國家政治的熱溫也相當程度上傳導到了澳門，一定程度上溫熱了這片

彈丸之地。相當長時間内，葡國人消極殖民政策以及某种意義上對待本澳中國人的

種族文化歧視，使得在澳門的中國人天然地對祖國保持一種情感與心理上的依賴，

而心理距離上的親近感也從未消失，這樣，對於大陸，對於祖國，對於民族文化的

親切感較爲強烈。於是，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和祖國内地，就不會產生相應的漂泊



 

 

感、無根感，悵恨感，但明明根系相連，卻總是有一定的疏離感和陌生感，這是非

常痛苦的體驗，這是澳門詩人和文學家真實的體驗，是典型的澳門情感和澳門經驗

的寫照。 

澳門後現代體驗中的漂動感、無定感、懸置感在流星子和姚風的詩歌作品中也

有非常醒目的呈現，這使得他們的相關創作取得了漢語新詩領域的先鋒地位。 

流星子體驗並表現的無定感是富於個我性的平凡的詩性。他的詩經常將個我理

解為或者想象為被抽去了主體肯定性的空洞的存在物，似乎沒有重量，沒有水分，

沒有生命的質感，因而也似乎沒有多少疼痛的感受；於是這個個我可以與空氣搏

鬥，與長風比拼，如魯迅在《野草》中寫到過的陷入無物之陣，但是沒有份量，沒

有定力，沒有可以著落的地方，沒有可以凴依的對象，於是莫名其妙地碰壁，不知

所以地失敗，無可聲辯也無法抗辯，無法可奈亦無計可施，那是一種洶湧澎湃的尷

尬，是一種痛心疾首的荒誕，是一種理直氣壯的失魂落魄，是一種不明就裏的嘮嘮

叨叨。這一切都與特定時代和特定個體的漂動感、無定感和懸置感相通。他寫一個

人面對《窗内窗外》的感覺：“他覺得窗外的風/正在跳著舞曲/聲音深透整個世界

的血脈/他望望窗外/昨天和今天有一點不同/窗口也神秘起來/他想起該是穿皮鞋的

時候了”。這裡有模糊和超越聽覺與感覺界限的感興：“聲音深透整個世界的血

脈”；這裡又有模糊和超越時間與空間界限的感興，在窗内窗外的空間感中卻有

“昨天和今天有一點不同”的時間混合感，正是在這種聽覺與感覺、時間與空間的

模糊與超越中，詩人感受到一種可怖的不確定性：“窗口也神秘起來”了。這樣的

神秘是現代主義的荒誕感和深切痛苦的情緒，然後，一句隨意的、平庸的“他想起

該是穿皮鞋的時候了”，將已經拉回到後現代主義的平淡和平凡意境，從而完成了

典型的澳門現代詩歌情緒的表現。 



 

 

類似的表現還讓我們想起姚風的《福爾馬林中的孩子》一詩： 

在 病 理 室 

看 見 你 坐 在 福 爾 馬 林 中 

冰 冷 ， 浮 腫 ， 蒼 白 

卻 沒 有 腐 爛 的 自 由 

嘴 唇 微 微 張 開 

還 在 呼 喚 第 一 聲 啼 哭 

緊 攢 的 小 手 

抓 住 的 只 有 自 己 的 指 紋 

 

你 沒 有 腐 爛 的 自 由 

你 讓 我 對 生 活 感 到 滿 足 

呵 ， 自 由 ， 腐 爛 的 自 由 

我畢竟擁有 

姚風在福爾馬林藥液浸泡的嬰兒標本中仍然體驗到了生命無定感的惶惑，即便

是死亡了也還是沒有“著地”的歸宿感，它們失去了腐爛的權利。這是一種非常痛

切而深刻的生命關懷，是一種將生命的疼痛感寫到極致的詩性表達，它穿透了死

亡，也同時穿透了死亡的恐懼，將生命的不確定性，生命的動蕩不安令人戰慄地呈

現於漫不經心的詩句之中，喚起的震撼是那樣地強烈，激發的痛楚是那樣地慘烈，

擾動的警醒是那樣地豐瞻；讀了這樣一種後現代感興的詩篇，人們會覺得死亡還不

是厄運的頂端，生命的終結在有時候可能是一種漂動的開始，永無安定，永遠懸

置，在不能歸宿処虛擬地歸宿，那是一種怎樣的痛苦與不幸！ 



 

 

一般而言，澳門的人生體驗屬於溫和平淡的那一類，猶如它波瀾不驚的洋面，

它淺顯平緩的海濱，它平明如砥的人生，它安寧靜謐的社會，在這裡，不容易產生

強烈的震撼，慘烈的痛楚，豐瞻的醒悟等等黃鈡大呂式的詩性意趣，但在這首詩中

這樣的效應確實生成了。這樣的感興和效應當然並不屬於詩人個人，它們仍然屬於

一種群體的社會性的詩性體驗，其實與澳門這一特定地域特有的漂動感（不是漂流

感）、無定感（不是無根感）、懸置感（不是懸疑感）有密切關係。澳門根系於祖

國，但漂動在大陸的邊緣，獨立面對蒼茫的大海，於是有一種無定之感，既包括不

安定的靈魂，也涵指不安寧的人生，沒有飄忽，但卻始終懸置無著。這種漂動的生

存狀態，無定的生命感受和懸置的生活樣態，是典型的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在詩

人淘空了體驗的澳門經驗中，“太陽剃光頭從城垛跳下/軟禁的晚風假釋了”（《晚

風渡小城》），現代感的荒誕與後現代的玩世不恭粘合在一起，表現的是失去主體承

擔的荷重感。流行子的那首控訴生命失重感的詩篇，是漂動感、無定感、懸置感的

寫照，而姚風這首詩雖然寫的是浸泡在福爾馬林藥液中的可憐的尸身標本，但卻準

確地、深到地傳達了這樣的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當然也是漢語文學中較集中和較

熱烈的後現代體驗。 

澳門文學所表現的這種漂動感、無定感和懸置感等後現代人生體驗屬於澳門經

驗，是中國經驗中非常特別的一類。特定的政治背景、地理狀貌、經濟結構、人文

環境與人際關係，使得澳門文學家比其他地域的詩人更迅速、更近切、更清晰地體

驗到後現代的既奇特、殊異甚至荒誕，同時又平凡、平常甚至平庸的人生感興，他

們將這樣的感興交付給幾乎不尚修飾的詩歌，其所呈現的後現代詩的特徵，客觀上

為中國當代後現代詩歌開闢了道路。 



 

 

澳門文學的“生息”意義和重要貢獻確乎主要在呈現澳門經驗，成爲漢語新文

學領域不可忽略而且也不可取代的經驗表達，實際上也體現了漢語文學的重要特

性。澳門戲劇近些年在這方面頗多收穫，應該成爲漢語新文學界彌足珍重的文學成

就。穆欣欣創作的京劇《鏡海魂》25講述了澳門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故事：沈志亮

刺殺葡國總督亞馬剌。劇本沒有停留在懲罰侵略者的暴虐這樣的正義感的抒寫上，

而是通過葡國人的建設理念與中國老百姓的家族情感與宗法理念之間的文化衝突，

刻畫出一代歷史人物的悲劇關係。劇中的沈志亮作為中心人物卻沒有處理為高大全

的英雄，作者對之選取了有時候仰視，有時候平視，有時候甚至俯視的多種視角，

將他刻划為一個敢作敢為的大英雄，勇於擔當的男子漢，耽於情感的小伙子，於是

這個人物就成爲一個複雜的個體，他既能代表澳門中國人的情感，又能代表殖民統

治下被壓迫者的情緒，同時還能代表一代人的正氣與素常，壯懷與情懷。劇中對於

葡人以及清朝官吏的刻畫也力避簡單化的處理，而賦予他們正常的、複雜的人性，

富有人性和人情味幾乎成爲《鏡海魂》中大部分葡人和官吏的人物特性，他們與沈

志亮的衝突，與澳門中國居民的衝突，以及他們之間的衝突，都體現為一種時代格

局的悲劇，這樣的格局逼得幾乎每一個劇中人都面臨著人性的困境、難題與相關的

批判性。這是一出悲劇，但悲劇的造成者是特定境況下的歷史格局，在這樣的歷史

格局中所有人性的檢討都蒼白無力。這部劇當然不是命運悲劇，有一點性格悲劇的

意味，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悲劇，它不鼓勵也不通向對社會問題的反思。它是

歷史格局的悲劇，包含著歷史命運的撥弄，歷史性格的狂放，是一種無法控制甚至

也難以分析的悲劇形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少能夠找到這樣的歷史格局悲劇，澳

門文學界為漢語新文學貢獻了這樣一種審美個性獨特的悲劇。 

                                                             

25江蘇京劇院 2016年上映。 



 

 

李宇樑和澳門青年劇團貢獻了話劇《天琴傳説》，以盡可能舒緩的音樂節奏講

述了兩代澳門人的浪漫故事。正像自古以來許許多多感人肺腑或令人厭膩的浪漫故

事所展示的那樣，每一種浪漫都包含著無盡的悵恨。母親在少女時代錯失了美妙的

邂逅，錯失了倜儻英俊的青年，卻撿來了一個迷迷糊糊的“舊飯”作爲自己孩子的

父親，並且宿命地伴其終老；Ken和 Florrie在經歷過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之後才懂

得彼此珍惜，然而與命運主宰之間莫名的時間遊戲告訴他們，餘留給他們相親相愛

的時日已經屈指可數，於是他們在慌亂的悲痛之際實踐著彼此的瞭解。兩代人的浪

漫故事沒有任何交叉，從情節和情調方面而言，時代差異亦非常明顯，但愛而不得

的悵恨情緒的表達使得兩代人兩個浪漫主題的故事產生了連接的可能。在老舊的浪

漫敍説中，這部戲劇通過突出的音樂氛圍，還有讓都市生活久違了的星空的鋪墊，

表現得既傳統又現代，鄉土氣濃鬱而西洋味十足。澳門劇作家李宇樑希圖透過這種

種羅曼司的演繹，以西方神話中奧菲爾與尤麗蒂斯的天琴傳説為情感和理念的參

照，進一步解析浪漫的悵恨並不是怨世的理由，由此顯現的人性的弱點在星空所代

表的偉大時空映照下構不成任何有價值的呻吟。當文學告別命運悲劇（也即不再將

浪漫的悲劇歸咎于天道和世情）之後，性情的抒寫同樣通向主體的解脫：他們可以

通過各種方式包括神話傳説，包括自己的想像甚至於編造的謊言，寄託給浩瀚的星

空抑或是無際的大海。《天琴傳説》沿著這樣的傳統路數展演著兩代人的浪漫，但

在藝術構思最幽婉的曲徑処成功地拐了一彎，或者說進行了一個亮麗的轉身：在編

導的筆下，大海絕不會為這樣的悲情迸一滴眼淚，星空也不會為這樣的悵恨改變命

運的軌道，更不會爲此奉獻祝頌和承諾的繽紛花雨。浪漫連同浪漫之中必然包含的

悵恨只屬於各個人自己的人生，它需要人們去了悟，然後去面對，了悟之後無可奈

何的冷峻面對既勇敢而又莊嚴，甚至具有悲劇意義的崇高。手機伴隨著同時也逼促



 

 

著我們的生活，浪漫正在遠離。但我們仍然看到了浪漫的故事：浪漫似乎並沒有遠

離。越是沉陷於實際得令人窒息的時代，人們似乎越盼望浪漫，即便是浪漫遠離了

自己，也願意傾聽浪漫的故事。前些年的好萊塢大片都是浪漫的故事，古典而美

麗，幽怨而甜蜜。 

澳門文學還在審美世界和經驗世界中以土生葡語的方式特別地“生息”著；土

生葡語文學應該視爲澳門文學的特殊形態。澳門土生土語話劇，所操用的雖然是特

殊的小眾語言，但它兼具葡萄牙語、英語、粵語、馬來語甚至其他語言的多種文化

信息和語言質素，表現出一個人種獨特、文化獨特、語言也同樣獨特的族群相對深

厚的語言文化歷史，以及開放多元的語言態勢。這種生活品質濃厚，開放程度高而

且具有多重適應的語言，反映著獨特的人種歷史和特定的文化元素，渴望為包括土

生葡人在内的衆多澳門人乃至整個華人社會和葡人社會的接受、理解與支持。通過

土生土語話劇的演出，當然也通過演出過程中穿插的土生土語的教學性演示，土生

葡人藝術家力圖表現的正是這樣一種語言要求和文化訴求，在世人面前展示土生土

語的語言魅力。在這方面努力最多的便是創作力特別旺盛的編導飛文基，土生土語

話劇《熊到發燒》由他編劇並執導。他作爲澳門土生協會的重要骨幹，一直想通過

土生土語話劇重新喚起土生葡人對這種語言的尊重，進而喚起澳門内外的漢人和葡

國人對這種特殊語言及其魅力的認知與承認。自 1997 年以來，他幾乎在每一屆澳

門藝術節上都推出自編、自導甚至自演的土生土語話劇，這樣的劇作纍計已經超

過 25 部。作爲具有強烈的文化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飛文基非常重視土生土語中包

含的文化成分和精神遺產。堅持甚至復興土生土語，是他的文化職責，也是他的藝

術旨趣。《熊到發燒》顯然不是一個完美的劇本，戲劇衝突較爲平淡，圍繞著大熊

貓進澳這樣一件與澳門普通商界並沒有多少關係的歷史事件，虛擬了一場商業“戰



 

 

爭”，情節顯得相當勉強。然而，劇作的戲劇性正在這裡：通過熊貓落戶澳門及其

所需要的食物市場的“爭奪”，劇作家仿擬出各種人物關係，有商家之間的競爭，

有老闆與雇員之間的角力，有公司與政府部門的遊戲，有商行與社團之間的爭持，

也有雇員與市民之間的交流，還有土生葡人與本澳華人之間的對話，幾乎澳門社會

的形形色色，都在這個虛擬的故事中得到淺泛的體現。這是一種典型的澳門式的後

現代體驗的表現，希望通過情節、人物及其關係的仿擬性摹寫，輕鬆而便捷地反映

現時澳門社會的人生狀況，澳門土生葡人的生存狀態和“神馬浮雲”時代的精神品

質。這部戲中始終貫穿的乃是一個“泛”字，“泛”澳門社會，“泛”現實人生，

“泛”社會話題，“泛”政治秩序，“泛”經濟活動，“泛”時代氛圍，“泛”價

值，“泛”理念，一個普泛時代的普泛性嘲諷通過盡可能浮泛的仿擬手法得到了生

動而有趣味的展現。 

站在澳門戲劇的立場上觀察，我們不必為這些優秀的戲劇文學走不出澳門而沮

喪，因爲這些戲劇的地域性成功，特別是澳門經驗的成功表現，澳門故事的成功講

述，同樣能給漢語文學、華文戲劇乃至於整個戲劇世界以豐富的甚至是深刻的理論

啓迪。就土生土語話劇而言，它足以啓發我們重新思考和定位話劇與説話的關係，

重新確認話劇在一種語言確立和發展過程中不同凡響的價值，也足以啓發我們再次

審視什麽是戲劇性和戲劇本質的問題，確認什麽纔是有戲怎樣纔算有戲的問題。 

廖子馨是一個有追求的澳門作家，她同樣關注澳門社會的土生葡人的人生，並

用自己的創作之筆摹寫土生葡人故事以及他們的心理世界，取得了重要成就。這是

指她的小説《奧戈的幻覺世界》，以及根據此小説拍攝的電影《奧戈》。作品中的奧

戈是澳門土生葡人，看起來像中國人這一點使得他混在葡人堆里一直不自在，甚至

受盡屈辱，這種不中不葡的狀況一直在他的心里紐結著，他渴望自己的葡人身份得



 

 

到認同，也不理解身為中國人的祖母。“他因為有與祖父相似的鼻子而自豪，卻因

為與祖母一樣長著中國臉而心生厭惡。”但奧戈畢竟是祖母的孫子，祖母也疼他，

他和她在血緣上和文化習慣上，都有一種叫中國性的東西。尋求認同卻無法得到認

同，即便得到有限的認同卻又是自己不願接受的認同，這就是澳門土生葡人的悲

劇。這樣的悲劇來自於自我内心的不安定和懸置之感，是一種典型的澳門經驗，也

是特定的澳門人最容易獲得並加以文學表現的後現代體驗。 

林中英、沈尚青等人的散文也是澳門文學重要的收穫，其中也多是表現澳門體

驗的後現代性，以及相應的人生批評，表達澳門特定的人生經驗，講述澳門故事，

或者站在澳門視角觀察世界。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歷史内容和時代力量都不夠充

分，但畢竟為漢語文學世界乃至整個文學界提供了澳門文學所特有的人生資源和文

化資源，是漢語新文學乃至整個文學界所應該珍視的内容。 

 
 
 
 

三、澳門文學的“生態”與漢語新文學理論的深化 
 

澳門文學以自己別具一格的特色，形成了在漢語文學史乃至漢語文明過程中獨

特的景觀和生態，可惜這樣的“生態”缺乏研究，長期以來，澳門文學一無史述，

二無理論，三無評論，不僅連澳門文學的概念和稱謂都長期付之闕如，便是澳門有

沒有文學都成了一個疑問。對此，對澳門以及澳門文學與文化懷有深厚情感同時也

懷有深切感受的論者無法坐視，倡導澳門文學概念與澳門文學形象的闡論此起彼

伏，從而在 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有關澳門文學的理論熱點。 



 

 

此後澳門文學的理論探討圍繞著作家作品研究進行，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曾與

《澳門日報》聯合，開闢了“澳門文藝評論組合”的專欄，對澳門文學作家作品的

研究得以序列化、專題化。被稱爲“外地的評論者”的學者則熱衷於對澳門文學歷

史的總結與概括。對於澳門文學進行學理的分析和理論性的剖析，以便使澳門文學

的形象在漢語文學世界得以醒目地確立，得以清晰地凸現。 

作爲漢語文學世界獨特的板塊，澳門文學在學理上與香港文學、臺灣文學並

列，雖然向漢語文學貢獻了諸如五月詩社的後現代詩篇，並且歷史地充任了漢語文

學的先鋒，但有一個關鍵性的缺憾，就是未能向漢語文學界推出足以代表自己這個

板塊文學成就進而代表所処時代的作家作品。在漢語文學界，提到臺灣文學，各個

不同歷史階段都會有一批傑出的代表作家兀然凸顯，如梁實秋、余光中、瓊瑤、柏

楊等，提到香港文學，也會聯想到金庸、李碧華、劉以鬯。但在非專業讀者的印象

中，澳門文學無法提供這樣的名單，任何一個在澳門文學中出類拔萃的文學家都還

未能在漢語文學視野中奏脫穎而出之效。所有在澳門文學範圍内得以凸出顯現的文

學家都是在一定的話題意義上有條件地被舉例性提及，他們並不能理直氣壯地作爲

澳門文學的代表進入漢語文學共有的閲讀平臺。這是澳門文學的短板，也是澳門文

學的悲哀。 

但文學的呈現未必只是經過歷史的優選貢獻代表性作家作品一途，澳門文學經

過長期鍛造、錘煉，形成了特定的文學生態，儘管是弭平了文學發展高峰現象和地

標人物的特定生態。這樣的文學生態不僅為漢語文學世界作出了板塊性的貢獻，而

且也對漢語文學的理論建設提供了經驗性的啓迪。 

弭平了文學發展高峰現象的澳門文學生態呈現出一種文學發展的自然狀態。由

於澳門社會人口受限，文學市場始終不夠發達，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也沒有



 

 

得到意識形態格式的誇大，因而也未納入社會管理序列進入某种調控程序，這樣，

澳門文學出版發行體制處於渙散的自由的狀況，文學的發表和出版基本上處在沒有

明確的“門檻”，文學發表和文學出版所需要的許可機制基本上處在隱匿狀態。這

樣的創作自由和發表自由在許多地方都是稀缺資源，特別是無門檻的出版和發表許

可機制所造成的發表自由，在網絡文化形成之前，幾乎成爲懷有文學夢想的人們共

同期盼的境界。澳門的文學愛好者和澳門的文學夢持有人早就擁有了這樣的境界。

這是澳門文學特定生態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 

自然狀態的澳門文學生態還得益於另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文學出版獎勵機制

和資助機制的形成。澳門長期以來以博彩業為主體產業，這樣的社會運行體制對於

這個社會的組織者而言不可避免地帶有一種相對於傳統倫理文明的精神負擔。作爲

這種精神負擔的轉移，澳門社會組織者常常考慮以某些補償性的措施彌補博彩主業

帶來的社會污名化後果，這些補償性措施包括通過各種途徑獎勵精神產品的製作與

推出，於是，在澳門，文學出版的獎勵機制和資助體制較之其他地區更爲充分，更

爲健全。就回歸以後的澳門文化格局而言，澳門的文學出版獎勵機制來自澳門基金

會、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學文化社團，它們對澳門文學寫作者的

相關成果提供經常的甚至是日常的出版獎勵，並且設立各種獎項，對文學寫作的成

果予以褒獎。作爲這種獎勵模式的重要補充，澳門一些政府部門，如旅遊局、教青

局等，以及大量的社會團體，對澳門的文學寫作都有相應的資助措施。澳門政府部

門和澳門社會團體對澳門文學寫作的獎助機制就澳門爲數並不很多的創作者隊伍而

言可謂相對充足，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情形：在澳門，一個心懷文學夢想同時又具

有一定寫作能力的作者，只要掌握足夠的文學獎助信息，只要把握澳門特定的獎助



 

 

途徑與程序，就可能在不太大的經濟壓力下較爲順暢地發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從

而實現自己的文學之夢。 

既然文學的發表與出版可以享受相對充足的獎助機制的支持，既然文學的發表

與出版可以在許可制度缺席的狀態下進行，那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文學寫作都可

能得到出版發行和進行文學交流的機會，幾乎所有的文學夢想都可能在這裡得以實

現。於是，澳門成爲一個頗不起眼的文學熱土，成爲一個暗暗地圓文學夢的地方，

成爲漢語文學世界最容易激起、調動文學魔力的角落。 

澳門社會形成的這種對文學寫作普遍激勵的機制無疑會激勵文學愛好者和文學

寫作者的高度熱情，導致澳門每年都會有數量可觀的各種類型、各種篇幅、各種設

計風格的文學書籍和刊物的出版與發行，同時，澳門的報刊也保持有對於文學發表

的持久的熱忱，正如《副刊》所揭示的，這樣的熱忱對於澳門而言同樣是文學發表

的一種優勢條件，它助益了澳門作爲文學熱土的形成。 

澳門副刊文化的勃勃生氣基於兩個重要的和直接的因素。第一是澳門報紙業的

繁榮與發達，第二是澳門作者休閒性的寫作方式以及澳門讀者休閒型的閱讀需要，

正是這兩方面構成了多媒體時代非常難得的澳門文學熱土現象和澳門文學生態與景

觀。 

澳門從城市規模而言不過 60萬人的小城，卻擁有近 30種報紙，其中日報還超

過 1/2，這些日報或准日報分別是《新華澳報》、《濠江日報》、《澳門日報》、《華僑

報》、《市民日報》、《正報》、《大眾報》、《星報》、《現代澳門日報》、《新報今日澳

門》、《華澳日報》，《澳門郵報》（英文）、《澳門每日時報》（英文）、《今日澳門》

（葡文）、《句號報》（葡文）、《澳門論壇報》（葡文）等。其他尚有週報如《訊

報》、《力週報》、《號角報》、《澳門早報》、《澳門脈搏》、《時事新聞》、《體育週



 

 

報》、《澳門商報》、《澳門觀察報》等。儘管除《澳門日報》外，一般報紙的發行量

都很小，有些還屬於免費贈送的報紙，如《濠江日報》、《正報》、《澳門脈搏》、《澳

門觀察報》、《澳門商報》等，但在一個獨立的微型社會，卻創造了每 1.5 萬人就擁

有一個報社的高密度新聞文化消費的奇跡。澳門絕大部分報紙都辟有相應的副刊。

《澳門日報》、《華僑報》等重要報紙固然長期保留著傳統的副刊，並且成為澳門文

學發表的重要園地，便是《力週報》這樣篇幅較少、寫作力量較為單薄的報紙，亦

依然開設有副刊；該副刊刊載的雖然不是文學性的文字，但依然以文學隨筆為主

打。《澳門觀察報》是一份只有四版的四開小報，依然用 1/4 的版面開闢副刊，副

刊標有“創作坊”的欄目名稱，刊載詩歌和隨筆、散文。 

報紙是多媒體時代人們閱讀生活中的文化副刊；報紙的密集出版和被普遍閱

讀，體現出澳門社會仍很流行仍很普遍的副刊文化心理。 

所謂副刊文化心態，並非僅僅指執著於副刊文章的閱讀，而是養成某種品味副

刊的閱讀習慣和文化性情。在讀報活動中，副刊的閱讀是最休閒的，同時也是最富

有文化生活感的；在現今電子閱讀時代，報紙的閱讀同樣帶有休閒性質，也最富於

文化生活感；在多媒體時代，副刊文化心態就意味著對傳統閱讀習慣的堅持。報紙

閱讀在澳門仍然表現得如此重要，則體現出這片文化熱土依然流行較為傳統的副刊

文化心態。 

副刊文化心態決定了，生活在澳門這片文化熱土上的人們，即便是在電子閱讀

時代，也非常熱衷於報紙閱讀。澳門不僅人均擁有的報社數量繁密，人們閱讀和購

買報紙的熱忱也相當高漲。澳門的報紙最熱衷於副刊的經營，這是澳門副刊文化發

達的重要表徵。這種對副刊的熱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相當比例的報紙都



 

 

意識到副刊的重要性，將副刊的編輯當作報紙發展的重要戰略；其次，代表性報紙

的副刊版面和發稿量非常充足，副刊在整版報紙上佔據重要比重。 

澳門副刊文化與澳門文學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文學和文化副刊成為澳門文學

的主要揭載園地。《澳門日報》每天一版的“新園地”，成為澳門文學主打文體—

—散文隨筆的集散地，澳門文學的創新文體——漢語新詩，是該報副刊的常備內

容，此外，澳門文學的相對薄弱文體——小說，在《澳門日報》已經辟有專題副

刊，在《華僑報》和《市民日報》的副刊也常有揭載。更加重要的是，《澳門日

報》的“新園地”固然以澳門文學家為骨幹作者，但從來就是想向五湖四海公開欄

目的公眾園地。來自各地的華人寫作者都有機會在這塊園地上種植自己所擅長的文

學果苗。一些由於各種機緣走出澳門的作家、評論家，如著名詩人陶裡，還有區仲

桃、穆欣欣等，都繼續在這片園地上澆灌自己的澳門夢想。澳門文學因此擁有了與

澳門這個開放、包容的城市氣度相稱的格局和魅力。 

如果說澳門每平方公里擁有的詩人數堪稱世界之最，那麼，這個小城每萬人每

月擁有的藝術演出場次更可能是世界之最。除了澳門文化中心等為數眾多的正式演

出場所高頻度的演出安排，以及《澳門日報》等主流媒體的公開報導和評論的正規

演出而外，諸如威尼斯人等娛樂場所長期不斷的商業性演出，還有各個戲劇和文化

團體的組織的經常性演出活動，更有在各個公園和街道自發組織的以粵曲為主體的

自娛自樂的戲劇演藝活動，澳門可以說是戲劇狂歡的樂土，是通過活躍的戲劇演藝

活動呈現的一派文化熱土。 

以 2010 年為例，這一年在主流媒體《澳門日報》上有關於演藝活動的正式報

導 305 則，考慮到其中重要活動約 15%的重複報導率，則在正規劇場和正式媒體報

導的演藝活動在 250場次，加上一些單位和學校組織的未加報導的正式的演藝活綜



 

 

藝活動，澳門幾乎每天都能平均到一場相當正規的演出活動。這對於澳門這樣的小

城來說，其頻度之高已經相當驚人。以每次演出平均 400 觀眾計，這一年正式演藝

活動的參與者已達 12 萬人次。演藝活動畢竟只是市民的一種休閒方式，一個休閒

的城市有資格享受休閒的人口約在 1/4，則選擇正式演藝活動休閒的則在 1/16，其

中約一半人選擇正規的消費式的演藝活動，這樣，澳門的演藝活動參與人口應該在

1/100，即 5000 人。這樣的基本人口需要每人每年參與演藝活動 30 次平均每兩周

1.5次。 

在文學傳播的傳統意義上，澳門以高度自由的發表環境，強有力的政府或社團

支持，以及文學寫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佔的相對高比例，營造了一派充滿自然意味

的文學生態，並造就了一方引人注目的文學熱土。除了現代網絡媒體構成的傳播空

間而外，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地方的當代文學生態是這樣的活躍而自由：手段高超的

文學寫作者與鋒芒初試的文學自習者經常一起出現在各種媒體，堪稱優秀的文學作

品與相對粗糙的文學習作也有較多機會不期而遇。澳門顯然不乏文學才士，但對於

有志於從事文學寫作的人士而言，澳門似乎有多種途徑繞過本應具有的文學門檻。

沒有越過一定高度的門檻，文學的寫作常常被理解得相當容易，也相當隨便，這對

文學的成就就不可能不產生負面影響。在缺少或事實上取消了發表門檻的文學環境

之中，文學寫作者如果能在較高的藝術定位甚至文化定位上採取一定水準的自我期

許姿態和藝術自律的措施，文學創作也同樣會出現既活躍又保持相對高水平的局

面。但“澳門文學”的自我定位，或者“澳門文學”特定概念的心理暗示，非常有

可能讓許多初涉文學者輕易地放棄了這樣的門檻意識：既然他們的文學寫作不過是

在澳門這個極其有限的文化世界中的一次非常率性的漫遊，猶如茶餘飯後到議事亭

前地作一次愜意的散步，爲什麽自我設置那些門檻？再者，在澳門的文學世界瞻前



 

 

顧後，出類拔萃者固然不少，各種各樣的隨意之作也觸目皆是，這就是澳門文學的

基本生態和總體情狀，任何藝術層次的文學作品都能夠在這樣的一派自然生態中融

入進去，任何的精心構思、悉心打磨以及任何的苦心孤詣不僅得不到喝彩與讚賞，

而且還顯得那麽悖時與傻氣。關心澳門和澳門文學的人每每為澳門寫作中出現的精

彩篇章而興高采烈，但更有機會領略到的則是遙看草色近卻無的感受，許多作品都

渾然融入非常一般化的描寫和議論之中，顯不出什麽特色與風致：敍事性的作品常

常缺少精彩別致的情節，缺少呼之欲出的人物，抒情性的作品常常只是俗之又俗的

情愫，加上人人能及的表達功夫，較多的則是議論性的隨筆，則理趣淡薄，力道鈍

滯，甚至語言也寡然乏味。沒有必要也沒有充足的理由指責這種非常一般化的文學

寫作，它們畢竟構成了澳門這片文學熱土的基本熱溫，構成了澳門這片雖然不大但

畢竟富有生機的文學沃壤上的基礎草色。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誰都不願意以這

樣的基色和基質代表澳門的文學形象。 

這就是說，當提到澳門文學形象的時候，我們的視閾很自然地越過了西江水，

越過了零丁洋，越過了南海白雲，而攝入了廣袤的國土和沸騰的世界。這纔是“澳

門文學”概念的真諦，是在“澳門學”的意義上闡發“澳門文學”的必由之選。從澳

門學的角度來説，澳門文學的形象應該像澳門及其所擁有的世界文化遺產那樣，以

一種特別的風致、蘊涵和魅力出現在世人面前，雖然不是卓然傲立，但較理想的狀

態應是融入漢語新文學之林而並不遜色。這樣的誘人情形在澳門文學的歷史和現實

中都有不俗的體現，不過仍需要澳門文學界付出更大的努力。 

這努力的目標之一便是在觀念上排除“澳門文學”概念的牽累，讓文學寫作者

用於走出澳門文學的繼承框架，在向世人展示澳門文學形象的意義上營構並展示足

以代表澳門的文學成就。在這裡，文學寫作者的視閾及其相應的心態極爲關鍵。如



 

 

果澳門文學概念僅僅是將人們的視線引進澳門，並局限於澳門，關起門來營造自身

的特色，則澳門文學形象的建立就會歸于失敗，由此造成的牽累可能是這樣的尷尬

與悖論：正是勉力打造和建構澳門文學形象的“澳門文學”概念，慫恿並鼓勵了澳

門文學“足不出戶”的基色和基質：大部分寫作者滿足於在澳門寫作和為澳門寫

作，寫作心態呈現出的自呈其才，自賞其芳，以及在傳統詩文世界中常見的相互酬

唱。新文學興起之初，陳獨秀等先驅者竭力否定舊文學傳統的便是這小範圍相互酬

唱的寫作習慣和文學交往方式，當時蔑稱這樣的文學為“酬唱體”。正是強調澳門

和“澳門文學”這種小範圍、小世界以及小製作的心態，使得我們的當代文學創作

重新撿回了“酬唱體”的文學心態，這不僅令人遺憾，而且頗覺悲涼。 

“澳門文學”在澳門學總體上的學術定位有著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澳門文學

形象的提出更開啓了讓人們走出澳門放眼世界的思路與胸襟，但這一切都要在克服

狹義的澳門文學視閾，進一步開闊我們的漢語新文學乃至世界文學視野的前提下才

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否則，它可能就會成爲澳門文學寫作者自我設限的理論依賴，

不思進取的理論藉口，越來越普遍的“酬唱體”寫作心態的逋逃淵籔。澳門文學形

象的確立有賴於走出單獨概念中的澳門文學，而呼喚著在“澳門學”的整體意義上把

握它的文化屬性。 

澳門文學概念對於澳門文學實際最有可能的理論牽累，便是在文學的地域性特

色和地域性水平上自我設限，誤認爲某种寫作水平和寫作方法、寫作習慣在澳門過

得去，則就是具有了文學的資格並等待外人的承認與研究。其實我們所有的文學寫

作，都是在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框架中的一個環節，它一旦成爲作品付諸一定的媒體

運作，就應該成爲整個漢語新文學成就的一個方面，成爲漢語新文學新的框架結構



 

 

中的一個必然成分，因而也就應該對提升漢語新文學的水平，發揮漢語新文學在世

界文學之林的影響負起必要的責任。 

在面對漢語新文學這樣一個宏大而具體的命題之時，澳門的文學寫作才可能真

正走出澳門相對狹隘的天地，在更遠大的抱負和更高的立意上有所取法。漢語新文

學的取法將有效地遏制文學認同和文學運作中的政治化、國族化等敏感意向，保證

文學沿著内在發展規律的脈絡向前推進，同時又有利於在民族文學和文化共同體的

格局中提高文學的水平，提升文學的檔次。如果澳門文學的取法目標就僅僅局限於

澳門本土及其自身的形象，就必然在較低的門檻和較平實的水平層次進行取用與審

度，這樣，不在少數的澳門寫作者便自然放棄了文學經典化乃至文學精品化的講求

與追尋，最終會影響澳門文學形象的整體提升。 

澳門文學誠然是以澳門這個特殊的區域空間極其豐富的文化内涵為其内質，這

個概念的提出將有利於在學術意義上凸現這樣的内質。但是，區域文化的特殊性只

是一個區域文學寫作資源的體現，遠不能成爲這個區域中的文學寫作者在寫作水平

和文學貢獻上自我設限的藉口。文學創作具有普遍的法則，其中，體現在文學描寫

經驗層次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厚重度往往能夠決定文學的特色乃至某種特質，但絕不

應該成爲文學水準設定的基本依據。文學經驗的判斷和欣賞的依據顯然需要參照濃

厚的地域性和文化含量，而在學術意義上以及文學史研究層面所作的文學水準的衡

量與評定，則不可能囿於這樣一種地域標準，因此，澳門文學不能成爲衡量作品水

準與檔次的概念，水平與檔次的審視應該越出地域範疇，在具有普遍意義的漢語新

文學視野中進行。如果說在注重培養文學人才的文化含量較低的地區對待文學創作

可能採用因地制宜的標準，則作爲文化和文學熱土的澳門不應自屬於這樣的區域。 



 

 

在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格局與框架中審視澳門文學，也並不意味著對澳門文學界

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臆想。澳門文學曾有的輝煌以及現有的成就都足以説明，澳門的

文學寫作者應該也能夠以漢語新文學的整體建設為自己的一方責任，並且積極創造

條件負起這樣的責任。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之交澳門文學熱土上興起的現代詩歌

熱，其文學成就就足以燭照相對幽暗的漢語新文學的詩歌世界，彼時内地的朦朧詩

潮正在遭遇一派“pass”聲濤的潮沒，臺灣香港的現代詩在“后攝”的包圍中舉步維

艱，惟有澳門這片熱土上，多元地生長著各色各樣的詩歌之株，在遠避了嘈雜的喧

鬧也避開了挑戰的尷尬之外我行我素，互不相擾，那時候一批現代詩人的歌吟卓有

成效地免除了漢語新詩世界的暫時寂寞。現今詩歌繁盛的景象呈現出明顯的消頽，

這也同樣並不意味著澳門文學界就須在漢語新文學世界不斷延伸的發展長途上望而

卻步。其實，澳門有一批作家在默默地堅守著自己文學志向的崇高，他們以不俗的

成就努力躋身于漢語新文學的上乘之列，這方面的成就正在愈益明顯地為澳門以外

的漢語新文學界所關注和接受。 

澳門文學界有責任，有必要也有條件走出澳門文學概念可能具有的低回暗示，

走出誤解中的澳門文學的低門檻和小格局，而勇毅地面對不斷發展中的漢語新文

學，信心百倍地為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格局作出帶有澳門經驗和地域色彩的貢獻。 

 

 


